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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关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影响仍然缺乏系统的

理论和经验研究，学界很少关注为何一些“一带一路”参与国能够较好地抓住倡议所带

来的共建机遇和发展红利，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另一些参与国的表现则相对逊色。 作者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有条件影响”分析框架，认为“一带一路”倡

议总体上对于参与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取决于参与国在政治

上对华友好的程度。 友好的政治关系通常可以显著增加深度合作与信任，防止第三国对

参与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干扰，从而更有利于这些国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的内容，促进其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和发展。 利用 １９５ 个国家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的面板数据

对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统计结果支持上述观点，并表明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高质量

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落地、推动东道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提升不仅需要进一步维护与强

化参与国的对华友好政治关系，也需要防范第三国的战略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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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携手各国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 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推动务实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底，中国已

经同 １４７ 个国家和 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２００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 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已计划开展 １６７４ 个基础设施合作项目，②中国对相

关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达 １３６０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累计近 ６４００ 亿美元。③ 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影响

提出了质疑，试图以“债务陷阱”“制度威胁”“滋生腐败”等东道国出现的国家治理问

题为借口将“一带一路”污名化，④甚至提出了反制计划。⑤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类似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声音在西方甚嚣尘上，损害了公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

认知。⑥ 那么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影响？⑦ 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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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与 １４７ 个国家、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２００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ｗｙｄｙｌ ／ ｚｇｚｘ ／ ２０２２０１ ／ ２０２２０１０３２３９８８２．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ＲＷＲ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 Ｉｎｔｅｌｔｒａｋ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ｌｃｈｉ．ｍｐ ／ ａ５ｃｂ１０ｆ３６ｄｄａ ／ ｒｗｒ－ｂｅｌｔ－
ａｎｄ－ｒｏａ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８８７８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商务部谈“一带一路”：已成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国际合作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４１６７９８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５９，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４６ － １５９； Ａｂｂａｓ Ｆａｉｚ， “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ｉｓ－ｃｈｉｎａｓ－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 ，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Ｄｙｌａ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ｐ．２４９－２７２； Ｂａｌｄｉｎｇ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ｈ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８－１０－２４ ／ ｗｈｙ－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ａ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访
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参见 Ｗｅｉｆ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 Ｅｓｔｅｂａ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１１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８７－５０１；毛维准、戴菁菁：《对冲“一带一

路”：美国海外基建“蓝点网络”计划》，载《国际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５５—７５ 页；宋弘、罗长远、栗雅欣：《对外

开放新局面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研究》，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４１—２６２ 页；钟飞腾、张帅：《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
论》，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２０—６４ 页；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４ 页。

Ｙｕ Ｘｉｅ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ａｉ Ｊ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３３，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１６．

本文交替使用“参与国”和“东道国”，均指已经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



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否真的如西方宣传的那样对东道国国家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何一些参与国能够更好地抓住倡议所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家有效治理，而另一些国

家并未取得相应的结果呢？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有条件影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框架，并基于 １９５ 个国家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 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对于参与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积极影响，

但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在政治上对华友好的程度。 在那些对华政治关

系友好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通常可以显著促进合作与信任，有助于它们抵制第三

国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干扰，从而更加有利于这些东道国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质内容，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和发展。 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高质量推进“一

带一路”项目落地、推动东道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提升不仅需要从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东

道国的对华友好关系，也需要注意防范第三国的战略干扰。 本文的研究不仅为驳斥西

方关于“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价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丰富了我们关于“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道国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的认识，反映了维护良好政治关系在“一带一路”合作

中的重要价值。

二　 既有研究回顾

尽管学界对于有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进行了诸多分析，但是系统

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其国家治理的影响的研究仍然有

限。 “一带一路”倡议在参与国形成的一系列物质成果在本质上具备对外援助的基本

特点，遵循着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基本规律。① 既有研究大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ＯＥＣＤ）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而提出关于援助作用的一般性理论。 从国家治理的视

角来看，这些研究较少从整体上分析对外援助对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影响，而

更倾向于分别对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展开探讨。

首先，在对外援助的国内经济影响方面，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增长和公平两个维度。

例如，迈克尔·克莱门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Ｃｌｅｍｅｎｓ）等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外国援助的增

加将带来受援国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不过外援本身并非这种增长的长期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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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晓、刘慧华：《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４５ 页；国家开发银行等：《“一带

一路”经济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８３ 页；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３５－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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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 内尔曼·哈布（Ｎｅｒｍｅｅｎ Ｈａｒｂ）和斯蒂芬·霍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Ｈａｌｌ）也发现外国

援助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且这与受援国的腐

败程度无关。② 然而，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外国援助的净效果

也有可能减少受援国的经济自由。③ 迪克·赫策（Ｄｉｅｒｋ Ｈｅｒｚｅｒ）和彼得·纳嫩坎普

（Ｐｅｔｅｒ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ｂ）发现援助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④

其次，在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国内政治影响上，既有研究着重关注受援国的腐败程度、

政体结构、公民自由与政府责任等方面。 例如，乔斯·塔瓦雷斯（Ｊｏｓｅ Ｔａｖａｒｅｓ）发现，外

国援助可以减少腐败，而这可能是援助附带的政治条件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外国援助

缓解了公共收入短缺，促进了公务员的工资上涨，抑制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欲望。⑤

冈田圭介（Ｋｅｉｓｕｋｅ Ｏｋａｄａ）和索万鲁恩·萨姆雷思（Ｓｏｖａｎｎｒｏｅｕｎ Ｓａｍｒｅｔｈ）的研究也得出

相同结论。 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对外援助对于腐败的削弱效果

更为明显。⑥ 森普利斯·阿松古（Ｓｉｍｐｌｉｃｅ Ａｓｏｎｇｕ）则部分地否定了一概而论的结论，

而主张对不同受援国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发展援助助长了非洲国家腐败。⑦ 马蒂亚

斯·布塞（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ｕｓｓｅ）等人也发现外国援助对于受援国的国内治理状况产生了消

极影响。⑧ 此外，纳巴米塔·杜塔（Ｎａｂａｍｉｔａ Ｄｕｔｔａ）等人关于外国援助对受援国政治体

制影响的研究发现，外国援助具有放大效应，会加强本已是民主政权的民主程度和本已

是集权政权的集权程度。⑨

再次，在对外援助的社会影响方面，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受援国民众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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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安－索菲·伊萨克松（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结合中国援助数据与非洲部分国家的

民调数据，研究了中国援助对非洲当地族群认同的影响。 她发现，来自中国的援助更

有可能突出援助项目附近居民的族群意识，而这很可能是由于援助项目的分配受到援

助国执政的政治精英的干预，且与主导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利益互动有关。 不过伊

萨克松也发现，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则没有产生类似效应。①

除了以上关于援助影响的一般性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多国深入推进，越

来越多的研究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传统援助形式的超越。 从成果上看，“一带

一路”的落地项目既包括中国对外援助的部分，也包括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部分，这

使得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更加专门化。 例如，有研究从援助的视角出

发，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援助的形成机制和援助规范；②也

有研究从对外投资（ＯＦＤＩ）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进行 ＯＦＤＩ 的

选择偏好。③ 此外，一部分学者着重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在“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维度上的影响。④ 如在基建领域，黄贝等

人利用空间双重差分的设计，研究了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冲突的影响，发现

中国的水电站项目可以缓解当地的武装冲突。⑤ 在减贫领域，张原基于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援助与投资额的上升有助于降低当地

的贫困率。⑥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阿克塞尔·德雷埃尔（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等发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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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贝、王霄、刘哲希：《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冲突———基于水电站项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８—６６ 页。
张原：《中国对“一带一路”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载《财贸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１１—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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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援助能够显著促进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率，但对东道国同时接受

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不存在“挤出效应”。①

此外，也有研究回应部分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可能造成所谓“债务陷阱”的质

疑。 张恒龙和张玲燕的研究对比考察了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前后在负债

率、债务率及增长率方面的变化，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显著增加了参与国家的外

债存量，但倡议对参与国的负债率及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实际上减轻了其债

务风险。② 邱煜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参与国家的债务风

险，并且对沿线政局动荡国家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尤为突出。③ 在民心相通方面，现
有研究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社会舆论对中国的态度问题。 魏中胤等人的研

究基于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ＧＤＥＬＴ）数据，发现中亚和东盟关于中国的语气态度以

合作为主，语气指数表现出“尖峰肥尾”和对称性等特征，两区域存在冲突语气频繁波

动的相同时段。④ 罗伯特·布莱尔（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Ｂｌａｉｒ）等人关于对外援助与援助国软实

力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并未显著增加参与国当地公共舆论对中国的支持，而
同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却使得受援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更趋积极。⑤

最后，少部分研究关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治理绩效，特别是参与国的民

主及法治水平、政府清廉水平以及政权合法性等影响。 例如，有研究表明，“一带一

路”倡议促进了中国对法治较弱、政府问责较少的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这在一方面

促进了参与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集权程度”。⑥ 在遏制腐

败方面，陈升则认为，虽然“一带一路”清廉水平较低的国家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有

较强的吸引力，但在加入“一带一路”后这些国家的清廉水平也逐渐改善。⑦ 布莱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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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７ ／ Ｓ０００７１２３４２１０００１９３，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Ｄｙｌａ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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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东道国清廉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５４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载《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４６—１５７ 页。



菲利普·勒斯勒尔（Ｐｈｉｌｉｐ Ｒｏｅｓｓｌｅｒ）的研究将大国竞争要素引入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国

家治理的分析框架中，将中美两国对非洲的援助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无论是中国援

助还是美国援助，对受援国民众对该国政权合法性的认同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① 不

过，该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主观性较强的公众舆论调查，对于公民诉求表达与政府职责

履行的衡量及外援与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还缺乏实证依据。
总之，尽管既有研究开始关注“一带一路”对东道国的影响，但是对于东道国国家

治理影响的研究依然较少。 既有研究至少存在两方面不足：第一，研究的时空范围存

在局限性。 既有研究的数据或只囊括“一带一路”初始的 ６４ 个国家，或运用传统的中

国对外援助数据，缺乏包括目前所有 １４０ 个“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全面数据。 例如，伊
萨克松等关于中国援助与受援国腐败状况的研究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与本研究相似，但
利用的是中国对非洲各地援助的数据。②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对外援助内容

维度的多元化需要我们将“一带一路”参与国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来看待，而不仅仅

关注某地某个援助项目。 第二，研究的理论视角相对单一。 关于外国援助对国家治理

的既有研究或单纯关注政治腐败，或单纯关注经济公平，或只关注公众舆论，尚未对政

治领域的互动进行综合考察，特别是对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外部援助—国内经济发

展—政府职能”的传导机制还未见系统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援助模式的特

殊性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总体背景既要关注“一带一路”与西方模式在援助理念和援

助效果的差异，更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受援国国家治理水平的影响方向以及影

响程度是否受到第三国的干预。

三　 “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条件性影响

根据国际通行的有关定义，国家治理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政府的形成与更替过程，
二是政府规划和执行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过程。③ 良好的治理绩效离不开政府与民

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互动，要求政府体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同时，
即便一国政府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这种效率也可能是通过破坏透明、开放的治理生

·０１·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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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治理通常被定义为“行使政治、经济和行政权力来管理国家事务”，它是一个复杂的机制、过程、关系和制

度，通过这些机制、过程、关系和制度，公民和团体可以清楚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行使其权利和义务，协调差异。 参见

Ｃａｒｍｅｎ Ａｐａｚａ，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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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产生的，由此产生负外部性。 因此，高质量的治理绩效不仅需要较高的行政效率，

也更期望有较低的治理成本。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在这两个层面对参与国的治

理绩效产生影响呢？

本文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的国家治理绩效，但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影响也取决于东道国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友好

程度。 “一带一路”由于其特殊的属性（如兼具国际公共产品和对外发展援助性质），

可以通过三种机制对东道国的治理水平产生影响。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明显促进基础设施的改善，直接促进政府治理

水平的提高。 既有研究大量关注国际因素如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和援助等对于地方

治理和发展的影响。① 一方面，对外投资和援助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降低失业

率，使得政府更具回应性，为提升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持。②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范

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③ 另一方面，基础设

施是“硬联通”的重要保证，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地方经济可以得到较好的发

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政府可以为当地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反过

来增加了民众对负责任政府的感知。 例如，中国在非洲开展了大量基础设施和民生建

设项目，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累计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了 １ 万公

里，公路近 １０ 万公里，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４５０ 万个”，④这让大部分非洲民众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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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影响“非常”或“比较”积极。①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影响东道国政府提升本国治理水平的主观决

心，减少东道国国内腐败、寻租或其他不负责任行为的发生。 韦恩·桑德霍尔茨

（Ｗａｙｎｅ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和马克·格雷（Ｍａｒｋ Ｍ． Ｇｒａｙ）认为，国际因素主要通过两种机制

影响东道国的腐败治理水平：一是通过经济动机改变不同行为体进行腐败行为的收益

与成本；二是通过对规范的传播，将国际上的反腐败规则扩散到东道国，增强腐败在当

地面临的舆论压力，进而凸显其非法性。 在此基础上，一国越是融入国际社会，其面对

反腐败的经济和规范的压力也就越大，因此政府可能变得更加清廉。② 根据这一机

制，东道国政府可以意识到，参与“一带一路”需要加大反腐力度、改善营商环境，从而

提升本国治理绩效，否则可能会损害中国投资者的信心。③

例如，哈萨克斯坦政府于 ２０１４ 年制订了“光明之路”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

对接，并在 ２０１５ 年出台了名为《１００ 项具体措施》的经济制度调整政策，将其国家发展

规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大项目挂钩，并在投资、金融、技术标准、土地利用和移民等

领域修订其立法和法规。 这些调整旨在提升哈萨克斯坦的营商环境评级（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ｒａｔｉｎｇｓ），为此，哈萨克斯坦政府甚至采取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有效治理标准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来增加该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④ 在这些动机和措施

的推动下，哈萨克斯坦营商环境世界排名从 ２０１０ 年的第 ６３ 位提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第 ２８

位，而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表现也逐年提高。⑤

与此同时，国际投资者自身对于腐败的重视和打击也可以增强东道国对于腐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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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ｏ⁃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 ａｄ４８９－ｐａｐ３－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ｗｅｌｃｏｍｅ＿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１５ｎｏｖ２１．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Ｗａｙｎｅ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Ｍ． Ｇｒａ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ｐ．７６１－８００．

弓联兵、王晓青、戚成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风险及应对》，载《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４—８０ 页；Ｒａｇｈｕｒａｍ 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ｖｉ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Ｄｏｅｓ Ａｉ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７， ｐｐ．３２２－３２７；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ｕｓ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Ｇｒöｎ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ｐｐ．７６－７８。

Ｍａｒｉａ Ａｄｅｌｅ Ｃａｒｒａ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ａ Ａｄｅｌｅ Ｃａｒｒａｉ， 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Ｅｌｇａｒ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０， ｐ．１３．

Ｎａｒｇｉｓ Ｋａｓｓｅｎｏｖａ，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ｒｉａ Ａｄｅｌｅ Ｃａｒｒａｉ， 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ｐ．１８６－１８７．在本

文的在线附录图 ５ 中我们进一步展示了各国在控制腐败方面的进步，比较了加入“一带一路”国家的前后表现以

及它们与未加入“一带一路”国家的对比，在线附录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５ＴＢＭ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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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附加成本的感知，从而提升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认知成本，直接削弱政府实施腐败

的动机。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持续高强度的反腐败行动有力提

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廉洁形象，同时也可以对东道国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的潜在腐败

行为带来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间接促使东道国政府朝着更趋清廉的方向改变。 “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东道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使得“廉洁丝绸之路”的理

念在国际上有了更广泛的认知度，②促进了反腐规范的传播，进而激励东道国政府更

加重视包括清廉水平在内的国际形象建设。 例如，２０１９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发布的《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明确提出：“倡议各

方增强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构建稳定、公平、透明的规则和治理框架”，并且呼吁东

道国与中国一道“加强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监督管理，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努

力消除权力寻租空间”。③ 中国也加强了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反腐败合作，尤其是

“在反腐败追逃追赃、反贿赂等领域开展全天候、多层次、高效能的合作”。④ 中国还积

极向部分“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介绍中国反腐经验，直接助力部分东道国国内反腐败

工作。⑤ 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投资，东道国政府有更强的动机不断自我提升清廉水平。⑥

换言之，东道国政府加入“一带一路”之后，有可能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具备强烈

的动机塑造本国政府负责任和清廉的对外形象。 在这种激励机制之下，我们有理由预

期，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一国治理水平的提升带来积极影响。 埃丝特·豪克

（Ｅｓｔｈｅｒ Ｈａｕｋ）和玛丽亚·赛斯－马蒂（Ｍａｒｉａ Ｓａｅｚ⁃Ｍａｒｔｉ）认为，外国援助项目可以提升

当地对腐败问题严肃性的认识，建立一些行为标准去规制腐败动机和行为，唤起社会

对腐败的反感和谴责，促进制度性的改革，⑦这将提升政府控制腐败的能力。⑧ 部分国

际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反腐败斗争，并致力于将国际反腐规范落实到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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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载《中国纪检监察》，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２６ 页。
《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载《中国纪检监察》，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２６ 页。
《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载《中国纪检监察》，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２６ 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办“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反腐败研修班》，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ｃ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ｌｄｈｄ ／ ｗｂｌｄ ／

２０２１０６ ／ ｔ２０２１０６３０＿２４５１４４．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陈升：《东道国清廉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５４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载《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４６—１５７ 页；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８ 页。

Ｅｓｔｈｅｒ Ｈａｕｋ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Ｓａｅｚ⁃Ｍａｒｔｉ，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１０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２， ｐｐ．３１１－３３５．

Ｗａｙｎｅ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Ｍ． Ｇｒａ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ｐ．７６１－８００．



中，国际规范因此也可以产生强有力的影响：①东道国政府为了向国际社会释放自身

践行相关国际规范的信号，也会在某些领域努力改善治理水平。② 综上，具体到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东道国自身打击腐败的意志和行动也可能因中国的带动

而得到改善。③

第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正外部性还可以通过“邻国效应”从已参与国

家向周边未参与的国家进行传递，来自已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压力”有可能促使

未参与国家改变治理模式和提升本国的治理水平。 由此可以反推，当东道国自身处于

国家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时，其本身也会受到邻国效应的外溢影响，促使自身推动体

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这种“以点带面”的扩散模式本身也会促进“一带一路”

参与国治理水平的提升。 正如拉斯－埃里克·塞德曼（Ｌａｒｓ⁃Ｅｒｉｋ Ｃｅｄｅｒｍａｎ）等人所发

现的，地区压力是推动政府走向更加包容的主要动力之一。④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参

与“一带一路”的积极影响也可以通过邻国效应外溢到其他周边国家，从而使得其治

理水平也相应提高。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１（基准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比没

有加入的国家更有可能积极提升本国治理水平。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国家治理和发展，然而既有研究发现，“一带一

路”倡议受到这些机制的影响并非总是同质性的，其影响还存在“条件性”。 本文认

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对于参与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但是

这种影响也取决于参与国自身与中国的政治友好程度。 例如，尽管东道国有动机为

了更多的“一带一路”项目去提升自身的治理形象，但倘若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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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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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ｅ Ｗｅａｖｅｒ， “Ａ 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ｈｅ Ａ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９， ｐｐ．５７９－６１０； Ｊｕｄｉｔｈ Ｇ． Ｋｅ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６９－１７８．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Ｄｏｎｎｏ， Ｓａｒａ Ｆｏｘ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ｕａ Ｋａａｓｉ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３， ２０２２， ｐｐ．４５１－４９２．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Ｌａｒｓ⁃Ｅｒｉｋ Ｃｅｄｅｒｍａｎ，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ｋｒｅｄｅ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ｕｃｈｅｒｐｆｅｎｎｉｇ，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 Ｏｐｅｎ⁃Ｐｏ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０，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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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这有可能会拉低该国治理水平提升或改变的幅度。① 在这一意义上，双边政治

关系就会成为合作深度的风向标。 克里斯蒂娜·戴维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等人发

现双边政治关系显著影响国家间的进口总额，强调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于国家间经贸

关系的影响。② 事实上，学界就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的影响早已进行了大量研究。③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双边政治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东道国国家治理的调节

效应。

一方面，当双边政治关系比较友好时，双方对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更容

易取得一致，东道国对于中国经验和发展模式的认可度更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道

国与中国合作与信任程度也倾向于更高，“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地的推进就会比较顺

利。 这意味着东道国有更强的意愿去推动项目投资尽快落地，对当地经济发展形成正

面辐射效应，进而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 同时，友好的政治关系和相近的外交立场也

意味着中国可能愿意投资更多的项目和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此外，与中国的友好政

治关系可以加快当地接受中国发展理念与经验的速度，在更大范围加强与中国在治国

理政经验层面的交流，使这些国家更乐于将中国发展道路作为借鉴的对象。④ 例如，

陈兆源发现在与中国政治关系较紧密的埃塞俄比亚，中国对当地的投资就促使该国政

府有力地履行包括维护稳定、促进教育和优化资源分配等在内的各项经济社会职

能。⑤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华友好国家产生的治理绩效就会更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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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攻研、刘洪钟：《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１０—１３０ 页；杜映昕、郭美新、余心玎：《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行业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载
《经济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４０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０５－４３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öｋｌ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ｅｂｅｒｓｉｋ，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７－１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ａｗ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ｎｄ Ｙａｏ Ｔ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Ｐｌｕｓ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９，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９５８－１９８８；杨连星、刘
晓光、张杰：《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６—７２ 页；张倩、李芳芳、程宝栋：《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

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８９—１０３ 页。
“非洲晴雨表”最新发表的统计报告中显示与中国政治关系更友好的国家更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更愿

意将中国而非美国作为“最佳发展模式”。 参见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 ａｄ４８９－ｐａｐ３－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１５ｎｏｖ２１．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陈兆源：《中国直接投资与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载《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辑，第 ７１—１１０ 页。



另一方面，当东道国对华双边政治关系不太友好、对中国合作信任较低时，尽管

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但是这种协议很可能会流于表面，在当地推进的过程

中难以保持稳定和形成纵深。 这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地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经

贸框架，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正向辐射影响。 换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治

理水平的影响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限制，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带一路”影响的

差异性。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道国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友好程度对“一带一路”倡议

有关当地治理的影响尤其突出。① 当对华政治关系友好、合作与信任水平较高时，东

道国也更能够抵制来自美国方面的战略干扰因素，坚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信心，

确保相关项目的稳步推进。 但是，当东道国与对华政治关系比较疏远时，东道国容易

受到美国因素的“牵引”，对待“一带一路”倡议则选择“对冲”或者“摇摆”策略，从而

妨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成效的发挥。② 实际上，面对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相继

提出的竞争方案如“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美好世界（Ｂ３Ｗ）”计划等，③部分国家也

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有的国家采取了亲美疏华的消极策略，④有的甚

至直接退出了“一带一路”协议。⑤ 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２（有条件性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中国政治关系更友好的国

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其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更积极。

以上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条件性影响”框架。 下文

将运用统计方法对这两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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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论述，参见徐进：《中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的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１—３７ 页；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

第 ４ 期，第 ５８—７８ 页；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９６—１３０ 页；Ｎａｄèｇｅ
Ｒｏｌｌａｎｄ， “ Ｃｈｉｎａｓ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 ｏｒ 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２７－１４２； Ｍｉｎｇｈａｏ Ｚｈａｏ，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２４８－２６０。

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ｒｏｚ， Ｚｈｉ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ｏ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４，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ｐ．４１７－４５２．

毛维准、戴菁菁：《对冲“一带一路”：美国海外基建“蓝点网络”计划》，载《国际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５５—７５ 页；《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美国的 Ｂ３Ｗ 计划进一步证明“一带一路”是正确之路、未来之路》，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 ｚｙｇｙ＿６７３１０１ ／ ｌｙｃ ／ ＸＧＸＷ／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１０＿９１８４６９５．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查雯：《大国竞争升级下对冲战略的瓦解与延续———以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为例》，载

《外交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５１ 页。
《外交部：对澳大利亚否决与中方“一带一路”协议表示坚决反对》，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０１５０７．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因变量

针对本文的研究假设，完整的实证检验需要考虑样本的选择偏差问题，即对比已

经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与尚未或永不会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这两组类

型的国家在治理绩效上是否存在显著不同。 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一个事实，即不同的

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点的差异性，一些国家并非在 ２０１４ 年就加入了“一

带一路”倡议，不同的参加时间节点本身也形成了一种对照组。 为此，本文创建了一

个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①包含 １９５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集，②并以“国家—年

（ｃｏｕｎｔｒｙ⁃ｙｅａｒ）”作为分析单位。 根据上文对国家治理的定义，我们采取“政府责任感”

和“清廉（腐败）程度”两个指标综合测量国家治理绩效。 选择这两个维度既可以更具

针对性地回击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抹黑，③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研究对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关系关注的不足。

政府责任感反映了民众对政治进程的参与及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呼应，腐败程度则

是衡量这种互动是否公正、良性和可持续。 对于政府责任感，我们使用了“呼声与责

任感（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这一来源于世界治理指标（ＷＧＩ）项目的指标。④ 根

据 ＷＧＩ 的赋值规则，该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选

择他们的政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自由媒体的看法”。⑤ 对于清廉（控制腐败）的水

平，目前学界有多种测量方式。 从方法分类角度看，主要有主观调查法、案件统计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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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由于部分变量更新至 ２０１９ 年以及在模型中对自变量的滞后一年操作化，实际的分析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 年，实际数据分析中排除了中国和美国作为样本。 本文的部分数据来自温尧、谢蒙莹、陈冲：《“一带一路”浪
潮的生成———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４—１５４ 页；《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由于下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二分类的是否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如果仅仅是选取已经参加“一带一路”的

国家作为样本，我们将面临样本选择偏差的风险，并且无法估计参加与否的因果影响。 当未来关于“一带一路”
倡议具体内容和项目数据可以获得时，则可以检验不同程度的“一带一路”合作水平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ｐ．８３３－８５２．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ｗｇｉ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ｗｇｉ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ＷＧＩ 采取了两种方式来度量这一指标：一是标准单位，取值在［－２．５，２．５］，另一种是［０，１００］的百分位排位。 两

者的值越大，表示结果越好。 本文使用了标准单位这一测量作为因变量。



案件指标分析法等。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人群（如跨国商人和

咨询公司专家等）开展问卷调查，以采集这些人群对腐败程度及腐败多发领域的看

法，而后再根据调查所得统计数据，描述所调查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状况。① 腐败认知

指数（ＣＰＩ）作为上述调查中集成度和影响力最高的指标在学界应用较为广泛，本文也

将其作为主要的检验指标。 这一变量的取值为［０，１００］，值越小，表示腐败越严重。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参与国可以更好地提升治理水平，因

此我们期待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它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积极的。

（二）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为检验上述两个假设，本文创建了两个自变量。 首先，本文的第一个自变量“加

入‘一带一路’倡议ｉｔ”表示国家 ｉ 在 ｔ 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情况。 “参与情况”

是一个在“国家—年”层次上的哑变量（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测量国家 ｉ 在 ｔ 年是否选择

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 具体而言，如果两国政府间签署了备忘录、合作协议等合作

文件，或是发布了有关“一带一路”的联合声明，则表明该国选择加入，赋值为 １，否则

为 ０。 因此，这一变量反映了不同国家 ｉ 在不同年份 ｔ 是否加入“一带一路”的状态。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本文理论而言更为理想的变量应该是反映“一带一路”合作广度、

合作深度的相关指标，然而目前这方面的数据依然十分欠缺，故无法将其用于分析对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程度的差异如何影响东道国的国家治理。 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潜

在突破点之一。 总体上，我们预期“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变量对东道国国家治

理具有正向的影响（假设 １）。

其次，对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友好程度的测量，本文采取了“理想点距离（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ｄｅ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 这一数据，计算了该国与中国在理想点上的差异 （绝对

值）。② 理想点是基于一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不同议程下投票的立场，而后运用正态化

等一系列变换而形成的对该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一种测度。 一般而言，两个国家

的“理想点距离”越远，说明两国在一系列议题上的意见差异越大，意味着两国关系

更疏远。③ 类似地，本文也计算了各国与美国的“理想点距离”。 为检验假设 ２，我们

将“理想点距离”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交互，从而检验“加入‘一带一路’倡

议”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否因为“理想点距离”的不同而显著变化（假设 ２）。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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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过勇、宋伟：《腐败测量》，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７８ 页。
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 Ａｎｔｏｎ Ｓｔｒｅｚｈｎｅｖ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ｉｌｅ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Ｖｏ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ＬＥＪＵＱＺ，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Ｂａｉｌｅｙ， Ａｎｔｏｎ Ｓｔｒｅｚｈｎｅｖ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４３０－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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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影响国家治理的因素复杂多样，我们需要控制那些既可能影响国

家治理水平（因变量），也同时影响该国是否加入“一带一路”以及与中国政治关系友

好程度（核心自变量）的潜在因素。 遵循上述原则，①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本文选择

控制三组变量的影响。 第一，本文控制了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和“ＧＤＰ 增长率”。 这两

个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数（ＷＤＩ）。② 鉴于人均 ＧＤＰ 本身的偏态影

响，我们利用其自然对数而非原始值。 既有研究指出，这两个变量既可能影响该国是

否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影响其国内治理水平。③ 第二，既有研究普遍认

为不同政体类型的政府具有的“回应性”和“清廉水平”不一致，④同时政体类型也可能

影响该国与中国的政治友好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控制这一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⑤ 本

文采用了来自“多样性民主（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项目的选举民主指数（ｖ２ｘ＿ｐｏｌｙ⁃

ａｒｃｈｙ）这一变量。⑥ 与传统使用政体 ４（Ｐｏｌｉｔｙ Ⅳ）数据的 ２１ 点取值［ －１０，１０］相比，

“多样性民主”数据有两个优势：其一，它更新的时间范围更及时，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已经

全部更新。 其二，它依赖于国别专家的评分和贝叶斯模型的计算，可以避免各个其他

指标的内生性干扰。 第三，本文控制了该国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 笔者利用世界银

行“世界综合贸易方案（ＷＩＴＳ）”公布的数据，计算了该国对外贸易中中国在出口和进

口上所占百分比，即“中国出口占比”和“中国出口占比”两个变量，分别测量了该国在

出口和进口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 在模型中，我们将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

后一年，以避免同期偏差（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的影响。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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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控制变量选择原则的论述，可以参见 Ｋｅｖｉｎ Ａ． Ｃｌａｒｋｅ， “ Ｔｈｅ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Ｍｅｎａｃ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４１－３５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 Ａｃｈｅｎ， “Ｌｅｔｓ Ｐｕｔ Ｇａｒｂａｇｅ⁃Ｃａ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ａｒｂａｇｅ⁃Ｃａｎ Ｐｒｏｂｉ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ｅ⁃
ｌｏ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２７－３３９。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温尧、谢蒙莹、陈冲：《“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４—１５４ 页。

Ｉｖａｒ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ａｎｄ Ａｒｎｅ Ｗｉｉｇ， “ Ｄｏ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７，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１９８－１２１５．

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剔除了“政体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依然显著，见在线附录图 ６（ｈｔ⁃
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５ＴＢＭＸＳ）。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ｅｍ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Ｖ⁃Ｄｅ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ｄ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ｄｅｍ．ｎｅ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Ｎ ／ ＳｔａｒｔＹｅａｒ ／
１９９２ ／ ＥｎｄＹｅａｒ ／ ２０１９ ／ 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 ／ Ｉｍｐｏｒｔ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ＡＬＬ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ＭＰＲＴ－ＰＲＴＮＲ－ＳＨＲ＃，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在线附录表 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５ＴＢＭＸＳ）。 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

中，我们控制了更多潜在影响的变量，在此不再赘述。



（三）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了多种统计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① 作为基准

模型，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控制了国家层面固定且无法

观察的因素的影响，并将结果的标准误差按照国家进行聚类，以求控制单元内部的依

赖性。 其次，由于本文存在部分随时间变化较小的变量，因而采取混合效应模型

（ｍ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在控制了无法观测的国家层面特征的同时，也在模型中包含

了不随空间和时间改变的控制变量。② 再次，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是否为因果影响，本文采取了基于面板数据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

议的因果影响。③ 最后，在检验因果机制时，本文使用因果调节分析（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④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具体因果途径。 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在

运行模型之前，我们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进行了检验。 本文利用菲利普—

配荣检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 ｔｅｓｔｓ）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ｕｎｉｔ⁃ｒｏｏｔ ｔｅｓｔ），结果说明我们

的面板是平稳的。⑤

五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主要模型结果

为更好地展示假设检验的结果，本文利用回归系数图（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ｌｏｔ）展示假设

检验结果，报告回归系数的点估计值及其 ９５％置信区间。 因此，针对假设 １ 的检验，我

们预期核心自变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针对假设 ２ 的检验，我们加入了自变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和中国外交立

场距离的交互项，以此检验“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有条件性，我们预期交互项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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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同的模型本身并非互斥，而是在检验本文理论框架上存在互补作用。 不同模型的

目标各异，因而不存在最优的方法。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ｉｌ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Ｋｏｓｕｋｅ Ｉｍａｉ， Ｉｎ Ｓｏｎｇ Ｋｉｍ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Ｗａｎｇ，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１１１１ ／ ａｊｐｓ．１２６８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Ｋｏｓｕｋｅ Ｉｍａｉ， Ｌｕｋｅ Ｋｅｅｌｅ 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Ｔｉｎｇｌｅｙ，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０９－３３４； Ｄｕｓｔｉｎ Ｔｉｎｇ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５，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４０．

本文的数据分析在 Ｒ 软件（４．０２ 版本）进行。 参见 Ｙｖｅｓ Ｃｒｏｉｓ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Ｍｉｌｌｏ，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Ｅｃｏｎ⁃
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Ｒ， Ｈｏｂｏｋｅｎ：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００－２０９。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的回归系数显著且符号为负。 为便于比较和可视化，我们将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

处理。

图 １ 展示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１。 变量“加入‘一带

一路’倡议”的回归系数符合我们的预期，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数，尽管其仅对腐败指

数的影响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如该国与中国的

进出口比例、政体类型、与中国和美国的外交立场差异等）以及固定效应的影响之后，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提升东道国控制腐败的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更加负责任。

尽管在图 １ 中我们发现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升该国的治理水平，但这一

发现是一种即时影响，无法捕捉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时间影响。 同时，由于该

影响是基于观察数据（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发现的，这就难以将其界定为因果影响。 为

此，我们利用今井耕介（Ｋｏｓｕｋｅ Ｉｍａｉ）等人新近发展的因果推断方法产生了一个平衡

的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进行估计。①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为每一个参加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即处理组观察量）找到一个对应的没有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

国家（即控制组观察量），并且确保这些控制组观察量与处理组观察量在我们预先设定

的观察期内（本文采取 ４ 年作为观察窗口）具有完全相同的“处理历史（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

ｒｙ）”。② 这一控制组观察量因此也被称为“匹配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ｅｔ）”。 在为每一个参加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选定了相对应的匹配集之后，我们进一步利用“马氏距离（Ｍａ⁃

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方法对匹配集进行完善（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使得它们与参加“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处理组观察量）在其他控制变量上具有相似的取值。 这样，我们就控制了

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对模型的影响。 然后，我们使用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控制无法观察的

时间趋势（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的影响，从而获得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因果影

响。③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为了运用这一新颖的方法，确保拥有

足够的“匹配集”，我们将样本的时间范围扩展到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

与图 １ 只能估计“一带一路”倡议的短期影响相比，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同时估计

短期（１ 年）和长期影响（４ 年或者更长）。 当然，由于其他控制变量已经在“完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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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ｏｓｕｋｅ Ｉｍａｉ， Ｉｎ Ｓｏｎｇ Ｋｉｍ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Ｗａｎｇ，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ｐ．１－１９．

选择 ４ 年正好可以覆盖部分国家从 ２０１４ 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处理历史（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数据涵

盖至 ２０１９ 年，研究者也可以选取更短的时间窗口。
Ｋｏｓｕｋｅ Ｉｍａｉ， Ｉｎ Ｓｏｎｇ Ｋｉｍ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Ｗａｎｇ，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ｐ．１－１９．



图 １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１ 展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 ９５％置信区间。 标准误差

根据国家进行聚类。

被使用且不是研究者的主要兴趣所在，使用今井耕介的方法不能反映控制变量的相对

影响。 在图 ２ 中，我们展示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第 １ 年、第 ２ 年、第 ３ 年和第 ４

年之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东道国腐败控制和政府责任感的因果影响。 图 ２ 的结

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时间的增加，总体上东道国的腐败控制水平

和政府责任感都有显著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图 ２ 展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平均因果

处理效应。 例如，在腐败指数提升上，平均而言，在 ｔ＋３（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第 ３ 年

之后）的时候，东道国的腐败控制具有显著提升（与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相比而言）。 因此，图 ２ 从因果效应的视角对假设 １ 提供了支持。

与此同时，鉴于图 １ 和图 ２ 的结果中“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全部在统计上显著，这

也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因果影响可能是有条件的，尤

其可能受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这与假设 ２ 的逻辑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在图 １ 模型

基础上，增加了“一带一路”与中国“理想点距离”的交互项，以此检验假设 ２。

图 ３（ａ）展示了交互影响的效果。 在图 ３（ａ）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

均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显著，并且回归系数为负数，而两个构成项———“加入‘一带一

路’倡议”和“与中国理想点距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数和负数。 这表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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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因果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２ 基于匹配和双重差分估计的因果效应估计，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腐

败指数和政府责任感的因果影响及其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一路”倡议对于政府责任感和控制腐败的影响具有条件性。 为更好地展示这一条件

性影响，图 ３（ｂ）展示了“一带一路”对于腐败指数与政府责任感的边际效应影响（边

际效应）。 鉴于图 ３ 中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大小与方向比较接近，图 ３（ｂ）中仅展示了

“一带一路”对于控制腐败的条件影响，对于政府责任的影响的边际效应存在相似的

结果。

我们发现，当该国与中国的外交立场比较一致时（即“与中国理想点距离”的取值较

小），“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腐败控制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但这种影响随着与中国外

交立场距离的增加而变小，甚至变为负向的影响。 图 ３（ｂ）表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

提升政府的责任感和控制腐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反，当该国与中国的外交立场差

距较大时（即“与中国理想点距离”的取值较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边际影响则变

得比较负向，并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显著。 换言之，当“一带一路”参与国与中国的外交立

场特别疏远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是否提升该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变得不再显著。

由于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世界已经进入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与中国外交

立场的接近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就是对美国外交立场的偏离。① 同样地，在图 ４（ａ）中，

我们将交互项替换为与美国的理想点距离后发现，与图 ３（ａ）相比，交互项及其构成项

的回归系数符号发生逆转，但是依然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上显著（政府责任感在 ９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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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ｒｏｚ， Ｚｈｉ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ｏ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ｐ．４１７－４５２．



图 ３　 “一带一路”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有条件”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３（ａ）展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图 ３（ｂ）展示

了交互项的边际效应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 图 ３（ｂ）结果基于（ａ）图中腐败指数的绘

制。 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大小与方向比较接近，因此对于政府责任影响的边际效

应存在相似的结果。

置信区间显著）。 这表明，当该国与美国的外交立场比较接近时（与美国的外交立场

取值较小），参与“一带一路”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影响并非正向的；但是随着与美国

外交立场距离的增加（该国更加接近中国的外交立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就开

始变成正向。 图 ４（ｂ）同样展示了这样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 因此，图 １、图 ２、图 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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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的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升参与国的国家治理水平；

但是这样一种积极正向的影响也存在条件性，取决于该国是否与中国或美国的外交立

场比较接近。 由此，我们发现了支持假设 ２ 的显著证据。

图 ４　 美国因素与“一带一路”对东道国控制腐败的“有条件”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４（ａ）展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图 ４（ｂ）展示

了交互项的边际效应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 图 ４（ｂ）结果基于（ａ）图中腐败指数的

绘制。

（二）延伸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图 ３ 和图 ４ 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条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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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那么“一带一路”影响的具体因果机制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借用因果调节分析

方法进行分析。① 这一方法适用于探究特定处理变量的因果机制。 其基本思路是，首
先估计一个调节模型（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然后估计结果模型（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ｏｄｅｌ），进而计

算平均因果调节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因此，我们估计了两个不同

的模型，用来计算出“一带一路”倡议效果的调节量的因果影响。
根据前文理论框架的讨论，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东道国一方面认识到提

升自身治理水平尤其是控制腐败等有助于提升中国投资者的未来投资的信心，另
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反腐行动也可以增强东道国对于腐败引起的附加成本的感知，
从而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直接减弱东道国政府参与腐败的动机。 我们对这一机

制也进行了检验。② 首先估计一个调节模型，使用“中国进口占比”作为因变量，并控

制图 ３ 所有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即交互模型）。 然后与图 ３ 模型进行比较，计算“中
国进口占比”这一调节变量的平均因果调节效应。 本文使用 １０００ 次模拟来计算这

一效应的标准差。 图 ５（ ａ）展示了“中国进口占比”这一变量的平均因果调节效应，
其系数为正数，并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显著。 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当地腐

败环境改善的机制在于，“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进口占比，而从中国进口的增加提

升了腐败治理水平。 类似地，图 ５（ｂ）中使用“中国出口占比”作为调节变量，并发

现了相反的效果。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进口占比”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腐

败控制水平的因果机制。 因此，因果调节分析的结果直接为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提供

了因果机制的实证检验。
为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③ 第一，考虑替

代模型。 图 １ 和图 ２ 的结果是基于固定效应的分析。 作为替代模型，本文也使用

混合效应模型进行重新检验。 图 ６ 展示了基于混合效应的模型的分析，交互项在

所有模型中都在 ９５％置信区间显著，并且系数符号与图 ３ 和图 ４ 一致。
第二，进行安慰剂检验。 基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东道国与中国发展政治

友好关系时会不可避免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将美国换成其

他大国（与美国立场较疏远但与中国也存在距离）后，我们可以预期“一带一路”倡议

的条件影响将不存在。 为此，我们将各国与美国的“理想点距离”替换为各国与俄罗

斯的“理想点距离”进行检验，但并没有发现存在同样的效果。 因此，可以推断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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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阶段的模型中，我们均使用混合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囿于篇幅，部分稳健性检验的此处不再报告，详细参见本文的在线附录（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５ＴＢＭ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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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因果调节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５ 展示了因果调节分析的平均效应以及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在中美之间。

第三，考虑更多国际和国内层次控制变量的潜在影响。 具体而言，控制该国是否

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否为东盟国家、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与中国

签订贸易优惠协定以及是否与中国存在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类型。① 同时考虑中国

对外援助的影响。② 研究发现，加入这些控制变量之后，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

著，并符合预期的方向。

第四，考虑东道国的邻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东道国国家治理具有显著

影响。 研究发现，邻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本国控制腐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

是对于政府责任感的提升却不显著；同时，与提升本国政府责任感相比，邻国加入“一

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国家压力对腐败控制而言更为显著。

六　 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对于参与国提升国家治理绩效具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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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２—１５５ 页。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来自“援助数据（ＡｉｄＤａｔａ）”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中国对外发展援助数据。 我们根据项目

（预期）完成年多对应的项目总额进行汇总，产生了援助总额（对数）。 参见 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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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稳健性检验：混合效应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６ 展示了基于混合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

极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取决于参与国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友好程度。 在中美战略竞争

时代，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合作，还应强

化各方政治互信和政治共识，以削弱第三国的干扰影响。

本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既为驳斥西方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不利于东道国国

家治理的歪曲和抹黑提供了有力证据，也深化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在不同参与国

之间的影响差异性的认识。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国家间政治关系引入对“一带一

路”倡议影响的研究中，提出了“有条件影响”的分析框架，丰富了我们关于“一带一

路”倡议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的理解。 正如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上强调的，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各方深化政治互信，这将更有利于将“政治共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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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行动、把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① 本文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积

极推进不仅要运用实物援助、基础设施援建等经济手段，还需要不断经营和巩固良好

的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提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信心，有效抵制第三国的负面

干扰。

本文对未来研究有三点启示：第一，本文主要从整体上考虑了参与“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下不

同形式和强度的具体项目是否存在不同效果。 研究者可以收集反映“一带一路”倡议

合作水平的更加精细化的数据，用于探究不同形式和程度地融入“一带一路”是否可

以产生异质性效果。② 第二，未来还可以采取更为多样的测量指标，探究在大数据时

代利用社交媒体、新闻事件报道等形式的数据更加精细化地测量核心变量。③ 第三，

本文提出的框架可以延伸到其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评估。 未来的研究可以

进一步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影响。 目前已有大量的“一带一

路”项目落地实施，未来可以进一步利用空间大数据等方法收集更精细的数据，同时

结合定性数据（包括访谈、田野调查等），详细评估当地民众对于政府治理水平改善的

感知和评价，从而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民众身上，开展更具人

文关怀温度、更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研究。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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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共建“一带一路”》，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在使用空间方法精细化测量“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落地实施情况的有益探索上，参见黄贝、王霄、刘哲

希：《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冲突———基于水电站项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８—６６ 页。

利用双边外交访问数据或许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参见陈冲：《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基于

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０—１５４ 页。


